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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不作为是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已经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考

察历史，这种顽疾古已有之，许多朝代都以严密的法律加以防范和惩处。总结和研究中国古代对官员

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规制，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本文以秦代、唐代和清代的法律为重点考察

对象，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探。

一、官员行政不作为的主要表现及其惩处

何谓官员的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是与行政作为相对应的一种行政行为类型，它是指行政主

体负有某种作为法定义务且具有作为之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不为的行为，其实质是行政主体消极

地放弃行政权力的一种违法行为。行政不作为以消极的、间接的对行政法律关系客体发生作用的方

式进行活动，往往表现为不作为一定的动作，这种行为的隐蔽性给法律监督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人们

对行政不作为难以发现和认定，但其造成的行政低效、法纪松散、行为失当，极大地损害了行政机关的

威信，减损了百姓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度。

在中国古代，法律虽然没有对官员行政不作为有十分完整的定义，但也作出了较为清楚的规定。

早在秦代，法律就对官吏的行政不作为有了相关的规定。秦律设有“犯令”与“废令”罪，以处罚官员违

抗命令和不执行命令的行为：“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而弗为，是谓废令也”[1]。

这里的“废令”，便是指官吏的行政不作为，如擅离职守，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事不执行、不报告、不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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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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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从而造成严重后果。依秦时成例，官吏“犯令”和“废令”均应受罚，即使已被免职或调任，也要追

究：“废令、犯令，遝免、徙不遝？遝之。”[1]就其性质而言，这是终身责任制。可以说，秦律中的“废令”罪

是中国古代对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最早、最经典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为后世所承用。

官员的行政不作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历朝法律对其的规定也十分详细和严密，它往往因

事因罪而立，即在某一事项或某一罪名中涉有官员的行政不作为，就作出相应的规定。这里择其主要

的和一般性的规定作如下阐述：

1. 应直不直。中国古代许多朝代都规定官员应准时上岗，并定时在官府宿夜值班，这是一项基本

的公务，官员必须遵守。《唐律·职制》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应值班而不值，笞二十；满一

夜不值班者，笞三十。官员不到任者，超一日，笞十，官员因私事出界，过一夜者，杖一百。唐代对于官

吏值班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详细而严密的规定，并辅之以严格的惩戒措施。

2. 应奏不奏。汇报请示是公务运行中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官员必须严格遵守。唐格曾规定：“诸

司有大事及军机，须仗下面奏者听余常务，须奏者，并宜进状”[2]。违反这一规定可在唐律中找到相应

的条款，“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者而奏者，杖八十。应言上而不言上，（虽奏上，不待报而行，亦同。）

不应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应行下而不行下，及不应下而行下者，各杖六十”[3]。行政官员应

及时上报应该上报的内容，切不可滞后、懈怠；而不应言上的，应依照相关规定，应先行申报管辖它们

的州或府，不得越级向上进言。

清律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扩展解释了这条罪名，使“应奏不奏”这一法条有了最完

整的规定。根据《大清律例·吏律·公式·事应奏不奏》之律文，“事应奏不奏”的犯罪形式包括以下几种

类型：第一，凡应议之人有犯，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而不上议（即便问发落者），当该官吏（照杂

犯律）处绞；第二，若文武公务人员有犯应奏请而不奏请者，杖一百；有所规避（如怀挟故勘出入人罪之

类）从重论；第三，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等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应申上而不

申上者，笞四十；第四，若（应议之人及文武官犯罪并军务等事）已奏已申不待回报辄施而行者，并同不

奏不申之罪（至死减一等）；第五，其（各衙门）合奏公事，须要依律定拟（罪名）、具写奏本。其奏事，及

当该官吏佥书姓名（现今奏本吏不佥名）明白奏闻，若（官吏）有规避（将所奏内），增减紧关情节，蒙准

奏（未行者以奏事不实论）施行以后，因事发露，虽经年远，鞫问明白，斩（监候）（非军务钱粮酌情减

等）；第六，若于亲临上司官处禀议公事，必先随事祥陈可否，定拟禀说，若准拟者（方行）。上司置立印

署文簿，附写（所议之事）略节缘由，令首领官吏书名画字以凭稽考。若将不合行事务（不曾禀上司）妄

作禀准，及窥伺（上司）公务冗并乘时蒙禀说（致官不及详察误准）施行者，依诈传各衙门公务人员言语

律科罪，有所规避者从重论。上述律文的相关条例对于官吏应奏之事又进行了延伸解释，更加充实和

完善了唐律中的规定。例如，“凡州县官将小民疾苦之情不行详报上司，使民无可控诉者，革职永不叙

用；若已经详报，而上司不接，准题达者，革职”[4]。此乃典型的行政不作为，该行为严重侵犯了百姓的

合法权益，故法律的惩处方式也是严厉的。

3. 伪听命书。“命书”，乃朝廷之政令、指令，这是官员行政的主要依据，必须恭敬接听并不折不扣

地奉行实施。秦律规定：“伪听命书，废弗行，耐为侯（候），不避席立，赀二甲[5]，废。”[6]“耐”是刑徒的一

种。意思是指对朝廷命令表面上听从，实际上废置不予执行，对有此种行为的官吏要“耐为候”。即使

[1]《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12页。

[2]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0页。

[3]曹漫之编：《唐律疏议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

[4]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吏律·公示·事应奏而不奏》，〔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5]秦时一甲的价格为1344钱。

[6]《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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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命书”时不恭敬尊重，也要罚金二甲，并撤职永不叙用。

4. 不纠盗贼。秦时统治者治理人民“专任刑罚”。由于统治者对农民进行严酷的盘剥和无度的

役使，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基层组织的社会治安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最高统治者对负责追捕

“盗贼”的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法律上规定他们务必恪尽职守，并将玩忽职守等不作

为行为视为犯罪，且要受到相应的制裁。“求盗”是秦时设于县下的重要治安机构——亭的成员，其

主要职责是抓捕“盗贼”，绳之以法，如果他们擅离职守，将受到法律制裁。“求盗勿令送逆为它，令送

逆为它事，赀二甲”[1]，如果“求盗”遇到盗贼时，放弃自己的职责，不去抓捕，罪责深重，须罚二甲。

清时，关于稽查盗贼的行政不作为规定，较秦代愈加成熟，尤其是州县乃国家机关之基层，“地方

利弊，民生疾苦，全赖州县为之区画”[2]。作为“亲民之吏”的州县官员，承担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贯彻执

行国家各项政令的重任，因此，地方官员更要在第一线履行各项行政行为，不可失察，不得行政不作

为，否则，必从严惩处。《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规定：“编排保甲稽查盗贼不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如州县

官奉行不力降二级，调用兼辖之府州同城者，降一级，调用不同城者降一级，留任统辖之道员，同城者

降一级，留任不同城者罚俸一年，揭报题参者免议”[3]。官员对于自己的所辖地区，必须积极主动追捕

违法犯罪嫌疑人，不可得过且过，如若失察，将根据自身的具体官阶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法律对于

失察“逃人”的规定尤为详细：“凡州县官于所属地方，不设立十家长给予木牌，稽查逃人者，降一级留

任，凡逃人逃入外省，地方各官失察，在境居住半年以内者，免议，若半年以外，不行查拏别经发觉，将

该州县官及吏目典史，俱降一级留任，至一年以外者，每名降二级调用，知府直隶州知州，二年内所属

州县中，有一官失察逃人者，罚俸一年，二官降一级，留任三年官以上者，降二级调用，道员二年内，所

属州县中，有一二官失察逃人者，罚俸一年，三四官降一级留任，五官以上者降一级调用，巡抚及专辖，

地方志总督二年内，所属州县中以官至二三四官失察逃人者，罚俸六月，五官以上者降一级留任，其兼

管两省之总督顺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俱免议”[4]。可见，如失察“逃人”，各级官员要负连带责任。

5. 不修堤防桥梁。修堤造桥，疏浚水利，这是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内容，也是官员的重要行政职

责，官员若漠然视之，不尽职责，亦是行政不作为而要受到相应惩处。《唐律·杂律·失时不修堤防》规

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者，主司杖七十；如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

斗杀伤罪三等。如雨水过常，非人力所防者无罪。河津济渡之处应造桥及航者，置舟船及竹木为筏以

渡行人，如不造置及擅移桥梁济渡之所者，各杖七十；因此而停废行人者，杖一百。”江河堤坝关系国计

民生，如果坏而不修，或者虽修而错过时机，均足以酿成灾祸，对于主管官员，必须加以处罚，对主管官

员应处杖刑七十大板。倘若已经发生严重损害以致房倒屋塌冲走了财物，或者发生伤亡惨案者，更应

从重处罚。“毁害人家”，这是说因为不修补围堤，以及修补过时，以致发生大水，冲坏危害主户人家，漂

流失去财物的，“按照坐赃论罪减本刑五等”，就是财物漂失值绢十匹的，处杖刑打六十大板，判罪只到

杖刑一百大板为止；如果漂失众多人家的财物，也应合并众多人损失数折半判罪。但倘若有人自己渡

水淹死的，对所主管的官员不予论罪；如果大水、大雨超过寻常，不是人力所能防范的，主管官员没有罪。

二、重在防范官员行政不作为的主要制度

历朝法律不仅针对官员行政不作为的具体表现作出直接的明确规定，还在一般制度上作出严明

的规范，对官员的行政不作为加以防范和监督，这方面的制度主要有以下两项。

[1]《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47页。

[2]《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四十。

[3]《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一《盗贼上·稽查盗贼》。

[4]《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四《逃人·稽查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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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限期”制度全面防范官员的行政不作为

所谓“限期”，是法律根据公务的性质、事务繁简及路途远近等情况，对其送达及处置规定的时

限。用法律规定公务的限期，其目的是防止互相推诿、拖拉懒散，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唐代已有详密的“限期”制度。依唐代法律规定，官员的受事限期根据不同情况而定。事速及送

囚徒，随至即付。小事、中事、大事、狱案各有限期。公务需经过审核（“勾”）的手续简繁不一，其限期

也不同。在计算限期时，文书受付日应扣除不计。法律规定：“诸内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发日，为

之程限，一日受，二日报。其事速及送囚徒，随至即付。小事五日程（谓不须检复者），中事十日程（谓

须检复前案及有所勘问者），大事二十日程（谓计算大簿账及须咨询者），狱案三十日程（谓徒以上辩定

须断结者）。其通判及勾结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中事每经一人给二日，大事

各加一日程。内外诸司咸率此。若有事速及限内可了者，不在此例。其文书受付日及讯囚徒，并不在

程限”[1]。

地方及下级往京城送达公务文书，则根据使者在京城每日文件送达的工作量决定其限期：“诸州使

人，送解至京，二十条以上，二日了；四十条以上，三日了；一百条以上，四日了；二百条以上，五日了”[2]。

公事传送路途需用时日的确定依据：一是交通工具种类（如马、驴、车、步行等）；二是交通工具装载的

情况（如重船或空船），水流的不同情况（如河、江等），水程的不同情况（如溯流、顺流等）。若是遇到特

殊情况，申随近官司验讫，折半日计算。法律规定：“诸行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卅里。其

水程，重船溯流，河日卅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船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重船、空

船顺流，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

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记，听折半功”[3]。与此行政法律相适应，刑律也监督惩治公文送达及公事处置

迟缓的违法犯罪。在公文送达及公事处置中最严重的犯罪是对皇帝制书的稽缓：“诸稽缓制书者，一

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4]。所谓“稽缓”，是指超过研究处置及公文誊写的时限外仍未发

送的情况，即“成案及计纸程仍停者”。一般的官文书稽缓的处置比稽缓制书处罚得轻：“其官文书稽

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5]。属于“军机急速”的“机速”官文书，则“不必要准案程。

应了不了，亦准稽程法”。

清朝法律不仅对各衙门承办上级机关交办事件或同级衙门咨查事件作了明确的限期规定，而且

对下级官员或百姓的呈请事件也规定了完结时限，迟延者依例处分，若上司以毛举细故刁难拖延，则

以私罪性质加重处分：“凡官民呈请上行事件，俱以呈报之日为始，限三个月详咨完结，并将具呈月、日

声明，以凭查核。如有逾期，不及一月者罚俸三个月，一月以上者罚俸一年，半年以上者罚俸两年，一

年以上者降一级留任。倘若呈内实有桀错遗漏应行驳查着，该上司俱于案内将何日呈报及批驳换详

年月，摘取简明情由声叙。如有毛举细故，任意驳饬以致迟延者，除照例议处外，再罚俸六个月；系捏

改月日者，除照例议处外，再罚俸九个月”[6]。这些违反限期的行政处分不仅提高了行政官员的办事标

率，也在根本上减少了官员行政不作为情况的发生。

清代法律还规定，上司对下属因公务提起的请示，应及时定夺批复，若久拖不复以致延误公事，处

以杖刑：“若各衙门（上司）遇有所属申禀公事，随即详议可否，明白定夺，（批示）回报。若当该（上司）

官吏不与果决，含糊行移，（上下）互相推调，以致耽误公事者，杖八十”[7]。清代法律明确规定上司对官

民呈请事件的完结限期，以及不及时批示批复下级请示的法律责任，是一项颇有特点和十分重要的限

期制度。这项制度不仅有利于防止和减少衙门作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而且对于官员廉洁为民也有

[1][2][3]〔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第520页，第535页。

[4][5]曹漫之编：《唐律疏议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412页，第411页。

[6]《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十一《限期·官民呈请事件迟延》。

[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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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作用。

在古代立法中，限期的规定贯穿于行政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几乎所有能以时限要求的事

项，法律都作了相应地明确规定，并惩治稽缓公事的行为，以此来督责官员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官员行

政不作为。

与上述“限期”制度相对应，历朝监察制度中还有一系列配套措施，以期检查督责官员对“限期”的

执行状况。古代监察机关监督官员的最基本内容是检查各项公务的完成情况。围绕这一任务，历朝

有着较为严密的制度措施，其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项是稽核公文。所谓稽核公文，就是检查核准公

文的执行落实情况。执行公文是行政机关最日常的工作，因而也是行政管理正常运作的基本要求，中

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稽核公文。唐宋以来，由监察官员稽核公文的制度日益发展，至明代已经十分

完备，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核中央各部的公文，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稽核结果分为三类：已完成的予

以注销，未完成的限期完成，拒不执行或执行发生严重差误的具本纠核。巡按御史负责稽核地方政府

的公文，御史所到之处，当地机构都应将公文底册呈送备查。御史按不同情况分类批示：已完成的批

以“照过”；已进行而未完成的批以“稽迟”；完成而无意有误的，拟以“失错”；故意违误的批以“埋没”。

一季之后，巡按御史对各类违滞公文进行复查，称为“磨勘卷宗”，如发现仍未改正，则从重处罚。

至清代，稽核公文的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具体表现为“注销”和“刷卷”。所谓注销，就是科道

定期清核行政机关的公务执行情况，根据有无违法和逾期分别作出处理。科道在注销时，重点审核有

无遗漏事件，有无按规定要求完成，有无逾期不完成。若逾期未完而在送册内已声明者，科道官还应

加察审，以防托词回复。科道官若不察延迟之故，一并处分[1]。为了保证负责审查的六科能够获知审

查的部院所执行的公务，从发文程序这一源头上就有相应规定。一种方式是“接本”，发送给各部院的

谕旨和奏章拟复，六科都先派人到内阁接本抄录副稿，将来把副稿和正本刻对，以便检查部院有没有

私自改动。另一种方式是“发抄”，由六科接本之后抄写，根据事件归属转发都察院和其他科道。所谓

“刷卷”，是指由京畿道（乾隆二十年改由河南道）一年一次对在京大小衙门的文卷进行全面的清核，

“设京畿道专管照刷在京大小衙门文卷，除军机大事外，其余事件一年一次稽查”[2]。在京各衙门上年

所办文卷，于次年八月内送刷。河南道刷卷完毕，于每年二月照衙门次序预定领卷日期，知照各衙门

暗指定日期赴道领卷。各衙门送刷文卷数目有舛错，将司员罚俸三个月。

清朝的注销和刷卷，对于督责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按时按质完成各项政务，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其中凝聚着中国古代行政管理的宝贵经验，值得后人总结和借鉴。

2. 将官员行政不作为纳入考核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每个朝代都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这是中国古代吏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历朝

历代对官吏的考核内容和评定标准中，十分重视官员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的事项和表现。

秦律规定以“五善”与“五失”考核官吏：“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

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3]；吏有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

以大（泰），三曰擅裚（制）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4]其中，“夸以迣”、“贵以大

（泰）”，便是指官吏夸耀自诩、浮躁虚伪、奢靡过度，却不务实事，懈怠无动。

唐代对官吏的考核分为流内官和流外官两个序列。对于流内官，以“四善”和“二十七最”为标

准。“四善”是对所有官员的普遍要求：“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者；三曰公平可称者；四曰恪勤匪

懈者”[5]可见，“恪勤匪懈”是对官员四项基本要求之一，其地位十分重要。“二十七最”是对各类不同官

[1]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3页。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0一七。

[3][4]《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83页，第284页。

[5]《唐六典·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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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具体标准。如“铨衡人才，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职事修

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1]。这些考核官员才能业绩的最优标

准无不需要官员“在其位、谋其政”才能达到。对于流外官，各司量其行能功过，以“四等”制予以考核：

“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

下下。”[2]在这“四等”中，“不勤其职”是仅次于“背公向私”的下等之状。

清代，在总结和借鉴历代考核标准的基础上，制订了一部融德、才、年一体的法规——《四格六

法》，这部法规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考核标准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根据嘉庆八年（1803年）制定的

《四格六法》，四格为：守、才、政、年。四格共有十级：守分清、谨、平三级；才分长、平二级；政分勤、平二

级；年分青、状、健三级。六法为：一不谨、二罢软无为、三浮躁、四才力不足、五年老、六有疾[3]。四格中

的“政”、“年”与六法中的“罢软无为”“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包含了针对官员的行政不作为而特地

设立的具体要求。在以“四格”评等议叙的同时，又以“六法”参劾官员。对于六法人员的论处，清初几

朝续有规定，但变化不大，都以革职、降调、休致分别处分，其最后的定制是：“凡京察及大计，皆按其实

而劾之，不谨者、浮躁者则令著其事；乃复核乃处分焉。不谨者、疲软无为者，革职；浮躁者，降三级调

用；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年老者、有疾者，休致。”[4]由此可知，针对官员的行政不作为，清朝以严格

的考核机制和严厉的处罚措施加以制约，以期减少其发生。

三、依法约束官员行政不作为的作用和意义

由于官僚政治具有“形式大过内容”的特点，导致行政机关的办事程序比较冗杂，因而许多学者都

将其与效率低下联系起来。“官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忽视现实，专讲形式。在政府下级机关可以解决

的问题，而又不需要详细规定的事，却要提交上级机关以延长时日。很小的一个问题，故意咬文嚼字

终究得不到最后解决。机关虽多，办事迟缓”[5]。“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做例行公事处理，

谈不到动机，遇事拖延不决”[6]。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为中国古代立法漠视高效的行政管

理。从上文所述对于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规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立法者对官员的务实勤政和行

政的高效有序是十分重视的，从规范层面而言，其制度设计还相当缜密。在实践中，这些立法和制度

也产生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其一，矫正不良官风。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

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在职者身在官位，易被权力所带来的诱

惑所俘获，而忘记自己为官时的初衷。为了监督官员能够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积极主动地

为百姓办事，必须扬清激浊，以严肃的刑罚手段和行政处分加以治理和预防。刑事处罚是惩戒官员行

政不作为的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对过犯官吏权益或自由乃至生命的剥夺，就无所谓威慑功能。格劳秀

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中指出的刑罚“是由于邪恶行为而招致的一种痛苦”[8]。从国家社会的整体

而言，对少数人施加这种痛苦是必须和必要的。“根据功利原理，如果惩罚被认为确有必要，那仅仅是

认为它可以起到保证排除更大的罪恶”[9]。对古代官员的行政不作为而言，莫不如是。行政处分也是

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在古代中国，官场不作为的作风在刑事处罚和行政处分的监督管理下，得到了

一定的控制。

[1][2]〔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第261页。

[3]艾永明：《保守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05页。

[4]《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十一《在京衙门行查限期》。

[5][6]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第19页。

[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8][9]《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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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国家行政管理畅通无阻的重要保障，历代法律对官员延误政

务、有碍行政效率提高的行政不作为等违制违纪行为给予很重的处罚，这是必须的监督机制。如，历

代法律中的“应奏不奏”条文规定，行政官员应及时上报应该上报的内容，否则就降低了行政效率，浪

费了行政资源。为适应兼并统一战争的需要，秦统治者非常注意提高行政效率。商鞅指出：“十里断

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1]。明确提出“无宿治”，严令官员办事

不准拖拉，事不过夜。提出“无宿治”的要求，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使邪官无法利用空子谋取私

利。正因为有了高效的官吏队伍和官僚机制，才使得秦国最终消灭六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了

保证行政的高效，秦统治者制定了许多法律，包括《内史杂律》、《司空律》、《属邦律》、《置吏律》等二十多

种。把古代官员的行政不作为规定为犯罪，以此增强官吏和各类职务人员的责任心，促使其恪尽职守，

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强化政府的统治效能，不失为古代吏治的一大特色。

中国古代对于官员的行政不作为实施严格的法律规制，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也有重要的启

迪意义。因为尽职尽责地行使职权，及时有效地作出行为，充分发挥职权作用，这无疑是一种普遍的

客观需要，是社会及公众的共同要求。无论对于何种政府、何种政治组织，尸位素餐、人浮于事、办事

拖延、效率低下，都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会直接影响和削弱行政管理的效能，而且还会引诱诸如利

诱、贿赂、欺诈等种种丑恶现象，最终损害政府和官员的社会公信度乃至危及其存在。顺治十八年上

谕曾说：“各部事务，虽巨细不同，于国政民情均有关系，理宜速结”[2]。顺治帝的这一诏谕，不仅适用于

当时，也适用于现在。尤其是在追求行政法治化的当代社会，无论是行政积极违法或是消极违法，法

律都必须提供必要的救济手段，既需要提高对行政不作为的重视程度，更要进一步完善对行政不作为

的司法审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审查制度，以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在职官员依法行政。

就具体的规范建立和制度设计而言，在中国古代对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规制中，以下几项是很

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第一，官员的行政不作为是官员渎职罪的重要内容；第二，将官员的行政不作为

清楚地定义为“令曰为而勿为之”；第三，建立一整套细密的“限期”制度，不仅规定官员应该做什么，而

且明确应该在什么时间内完成；第四，将官员的行政不作为列入考核制度和监察制度的重要事项；第

五，对官员行政不作为实行严厉的处置，既有行政处分，也有刑事处罚。

〔责任编辑：钱继秋〕

[1]严可均校：《商君书》，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页。

[2]《钦定台规》卷15，见《中华律令集成》（清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页。

Legal Regulation about Officials’Administrative Omission in Ancient China
Xie Shuye Ai Yongming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not included dereliction of du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implemen⁃
tation of strict legal regulation in ancient China.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in ancient China is not as
clearly defined, developed a series of performance for a variety of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and with strict

“deadline”system makes investigate officials as having no clear basis, officials of the executive will not as in⁃
cluded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 Legal regulation of officials of the executive omission pro⁃
duces a better effect in practice in ancient China, so it has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our legal system construc⁃
tion.

Keywords: ancient China; administrative omission; legal regulation; laws of the Tang Dynasty; sanction
rules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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